
社会冲突 、 国家治理与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概念的演生
＊

冯仕政

提要 群体性事件
”

是 国 家赖 以布局 维稳工作 的 中 心概念 ，
因而是观察

维稳政 治形 成和 变迁 的重要 窗 口
。 本 文试 图揭 示该概念的 形 成 、演 变 ， 以 及

造成这
一

过 程的社会逻辑和机制 。 研 究发现 ，

１ ９４９ 年后 ，
群体性 事件作 为

一

种现象早 已有之 ，
但
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概念直到 １ ９９４ 年 才诞 生 。 并且 群体性

事件
”

最初 只 是公安部 门用 以描述其 工作 任务 的
一

个治安概念 ， 后 才 随着 防

控群体性事件上升 为
一

项 国 家性 的 政 治 日 程 而上升 为
一

个 政 治概念 。

“

群

体性事件
”

概念的 形成及演 变是 社会 冲 突 与 国家 治 理共 同作 用 的结果 ：

一

方

面 ，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 ，集体抗争 的形 态不 断 出 新
； 另

一

方 面 ， 为 了 应对集体

抗 争 ， 国 家不得不 不断刷新 自 己 的 观念 、行为 和 组 织 。 正是 得力 于这 两个方

面 的循环递推 群体性事件
”

概念遂 能从 无到 有 ， 并从治 安概念发展为 政 治

概念 。

关键词 ： 群体性事 件 国家 治理 社会冲 突 集体行 动 维稳

维护社会稳定 ， 即通常所谓
“

维稳
”

，在过去数年中逐渐上升为 国

家最重要的政治 日程之一 。 维稳的重心是防范和化解群体性事件
，
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因此成为国家布局维稳工作的 中心概念。

“

群体性事

件
”

概念实际上凝结着国家对当下社会秩序的反思和对未来社会秩序

的期许 ，
正是在这些反思和期许的牵引下 ， 国家的维稳实践方得以展

开。 维稳已经并将继续对中 国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，对它的研究意义

不言而喻 。 而要研究中国 的维稳实践 ，就必须深人理解国家感知 、思考

和应对社会冲突的模式 。 在这个问题上 ，
以其在国家维稳话语中 的中

心地位 ，
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概念无疑是
一

个很好的入 口 。 要言之 ，
不切实

理解国家的思维 ，
就不能真正把握国家的行为 ，

考辨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概

念的演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国家治理社会冲突的方略及其变迁 。

＊本文受国 家社科基金课题
“

社会冲突治理与新 中 国信访 制度的演进研究
”

（ １ １ ＡＳＨ００４
）

和 中 国人民大 学科研基金课题
“

番 前 中 国 网 络 群体性 事 件 的形 成及 治 理研 究
”

（ １３ ＸＮＵ００５
）的资助 。 感谢周雪光 、刘亚秋等师友以及匿 名审稿人的意见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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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于上述关切 ，本文试图 回答 ：
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这个概念是怎样形

成和演变的 ？ 这一历史过程的社会逻辑和机制是什么 ？ 尽管群体性事

件研究已然成为海 内外最热 门的学术领域之一 ，对上述问题的探讨却

屈指可数且多有舛误。 本文将首先 回顾近年群体性事件研究的总体趋

势
，
同时结合这一学术背景 阐述考辨
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概念的意义 、方法 ，

以及当前相关工作的贡献和不足 。 接下来 ，将揭示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概念

从无到有 ，
从治安概念到政治概念的演变轨迹及其中蕴含的历史逻辑 ，

重点是揭示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概念的演生与改革以来三次集体抗争浪潮

的关系 。 最后 ，是
一

个简短的总结和延伸性讨论。 本文的核心观点是 ，
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概念的演生 ，包括形成及内涵的转变 ，都是社会冲突与

国家治理这两个方面往复互动 、循环递推的结果 。

一

、
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概念与维稳政治研究

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 ， 中国社会稳定问题进入海 内外学术研究的

视野 ，并迅速崛起为一个热点 。 在威胁社会稳定的诸种事象中 ，所谓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无疑是危险最大者 ， 自然也就成为社会稳定研究 中最重

要的主题之一 。 然而 ，在火热的群体性事件研究 中 ，
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概

念的演生及其历史逻辑却未引起足够重视 ，相关研究十分薄弱 。

（
一

）维稳政治研究及其转向

图 １ 是以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为关键词对 中 国知网 （
ＷＷＷ

．
ｃｎｋｉ

．
ｎｅｔ

） 进

行检索的结果 ：按每年发表的数量统计 ，
在期刊论文方面 ，

最早的发表

始于 １ ９９４ 年 ， 当年 １ １ 篇
；

２０ １２ 年达到顶峰 ， 当年 １８００ 篇
；
到 ２０ １４ 年

，

数量虽有下 降 ， 但仍有 １４０６ 篇之多 。 在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方面 ，

２００２ 年发表第一篇 ， 且当年只有 １ 篇
；

２０ １３ 年达到顶峰 ，

３０８ 篇
；

２０ １ ４

年 ，
２４１ 篇 。 研究之热和增长之快 由此可见一斑。

尽管在外界看来都是群体性事件研究 ，
但其内部在过去 ２０ 多年中

却经历了一次明显的转 向 ， 即早年只关注群体性事件的成因 、发生和发

展 ，
近年则开始转向国家应对群体性事件的方略 。 前者的主题是民众

怎么闹 ，后者的主题是国家怎么管 ；从闹到管 ， 意味着研究焦点从社会

转向国家 。 应该说 ，这一转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。 因为任何群体性

６４



ｉｆ￡ １社会冲突 、 国家治理与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概念的演生

事件都是在 国家与社会的往来互动 中形成和演变的 ， 只有将闹 和管两

个方面结合起来
，对群体性事件才能获得真切的理解 。 在西方 ，

正是意

识到国家行为对社会抗争态势的重大影响 ，
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开始 ，

学

界 已经把国 家 的
“

抗争控制
”

作为一 个重要议题来研究 （ 参见 ｄ ｅｌ ｌａ

Ｐｏｒｔａ＆Ｒｅ ｉｔｅ ｒ
，
１９９ ８ ） ；在中国 ，就国 家管控群体性事件的力度而论 ，开

展这方面研究显得更为必要和迫切 。

２０００
ｒ□ 期刊论文 □ 学位论文

１ ５００
－／＼

１ ０００
－ ／

、＞炉年份 ）

图 １ 关于群体性事件的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 （
１ ９９４ 

－

２０ １４
）

上述转向的一个重要表现 ，
便是

“

维稳政治
”

概念的 出现 和流行

（参见 肖唐镖 ，

２０ １ ５


；
魏治勋 、 白利寅 ，

２０ １４
） 。 所谓

“

维稳政治
”

，其实就

是国家应对群体性事件 的
一

套制度安排和行为模式 。 研究
“

维稳政

治
”

，离不开理解国家对包括群体性事件在 内 的社会冲突现象的感知

和思考 。 正如钱穆 （
２００ １

：

５
） 所说 ：

“

某一项制度之逐渐创始而臻于成

熟 ，在当时必有种种人事需要 ，逐渐在酝酿 ，又必有种种用意 ，来创设此

制度 。 这些 ，在当时也未必尽为人所知 ，

一

到后世 ，则更少人知道 。 但

任何一制度之创立 ，
必然有其外在的需要 ，

必然有其内在的用意 ，
则是

断无可疑的 。

”

准此 ， 要理解维稳政治 ，必须考察国 家创设相关制度之
“

内在的用意
”

和
“

外在的需要
”

，尤其是这两个方面的互动与互生 。

在这个问题上 ，
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概念无疑是
一

个很好的切人点 。 原

因在于 ，如前所述 群体性事件
”

是 国家赖以 布局维稳工作 的 中心 概

念 ，代表着 国家对实然和应然社会秩序的理解 。 正是从这种理解出发 ，

国家才创设相关制度 、采取相关行动 ，
这些制度和行动结合成

一

个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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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 ，就形成具体可感的所谓
‘‘

维稳政治
”

。 也就是说 ，
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概

念本身已经集中地体现着国家在维稳选择上的主观用意 。 如果进
一步

揭示该概念赖 以发生和发展的社会历史情境 ，
那么

，驱动维稳政治形成

和演变的外在需要也就显露无遗了 。 总之
，
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概念是维稳

政治的形成和运作的神经中枢 ，从其人手去解析维稳政治的形成和演

变 ，就等于抓住牛鼻子 ，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。

（ 二 ）
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概念 ：研究与不足

然而 ， 目前关于维稳政治的研究虽已引起重视 ，但大部分工作都只

是刻画国家维稳的体制和手法 ，或只勾勒其形成和演变的历史轨迹 ，
而

未进一步寻泽这样一种政治形态的来龙去脉 ，疏于揭示历史轨迹背后

的社会逻辑 。 相应地
，
也未想到以
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为抓手去透视维稳政

治的发生 、发展和运作 。

更与红火的群体性事件研究不相称的是 ，
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概念本身

是如何形成和演变的 ，至今没有一个完整而可靠的说法 。 相关研究中

虽可见到对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概念的界定 ，但多不够深人和系统 。 近年

来 ，关于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概念虽有若干专 门的考证 （ 比如 ， 肖 唐镖 ，
２０ １２

；

魏治勋 、桑田 ，
２０ １４

；
王 国勤 ，

２００７
；
刘浩然

，
２０１ １

；
曾海若 ，

２０ １０
；
王晓楠 ，

２０ １４
；王战军 ，

２００６
；
王旭辉 ，

２０ １２
；张淑凤

，
２０ １３

） ，但也基本停留在语词

层面 ，并未将概念的变迁与社会历史背景联系起来思考 。 结果
，
这些研

究不仅对理解维稳政治助益不大 ， 即使关于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概念本身的

梳理 ，也显得单薄且大有可商榷之处 。

这集中表现在 ，曾有观点 （王彩元等 ，
２００３

）认为 ，
新中 国成立后 ，

国家
“

对群体性治安事件的认识和界定
”

经历 了五个阶段 ： 第
一阶段 ，

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初 － ７０ 年代末 ， 称
“

群众闹事
”

；第二阶段 ，
２０ 世纪 ８０

年代初 － 中后期 ，称
“

治安事件
”

或
“

群众性治安事件
”

；第三阶段 ，
２０

世纪 ８０ 年代末 －

９０ 年代初 ， 称
“

治安突发事件
”

、

“

突发性事件
”

、

“

治

安紧急事件
”

或
“

突发性治安事件
”

；第四阶段 ，
２０世纪 ９０ 年代中后期 ，

称
“

紧急治安事件
”

；第五阶段 ，
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 － ２ １ 世纪初 ，称

“

群

体性治安事件
”

。 在当前关于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概念的研究 中 ，这一说法

被ＩＩ转因袭而几成定论。 但事实上 ，该观点讨论的是国家对
“

群体性

治安事件
”

的
“

认识和界定
”

，
而非
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概念本身的形成和演

变 。 正如后文将要指 出的 ，

“

群体性治安事件
”

不等于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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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概念的演生

国家对群体性治安事件的
“

认识和界定
”

也不等于概念本身的流变 。

更何况 ， 即使是对
“

群体性治安事件
”

，该观点也难以成立——根据该

观点 ，
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概念直到 ２００３ 年都还没有出现 ，而这并非事实 。

对这个
“

五阶段论
”

，
肖 唐镖 （

２０ １２
） 在梳理

‘ ‘

群体性事件
”

及相近

概念的更迭进程后发现
，
确如该论所言 ，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以前 ， 国

＇家一般把有关现象称为
“

群众闹事
”

，但从该论所说的第二阶段开始 ，

概念就变得纷乱 ， 直到 ２００３ 年其他概念基本消失而仅佘
“

群体性事

件
”

。 根据这一发现 ，
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概念应当最早出现于 １９９４ 年 ，然

后于 ２００３ 年
“
一统江湖＇ 肖唐镖对
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概念之演变轨迹的

描述基本准确 ，但仍然只是历史学意义上的刻画 ，而未从理论上揭示概

念形成和演变的社会政治机理 。 类似地 ， 另有学者虽然注意到
“

群体

性事件
”

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概念 （王赐江 ，

２０ １３
） ，
或注意到它最初

只是一个治安管理或行政管理术语 ，
然后被 国家 、学界和媒体普遍使用

（ 王旭辉 ，
２０ １２

） ，
但仍未完整 、清晰地揭示
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概念演生的历

史进程和内在逻辑 。

二
、
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概念的前世与今生

单就历史轨迹而言 ，
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概念有
一个从无到有 ，再从治

安概念到政治概念的演进过程 ：
１９４９ 年新中 国成立以后 ， 作为客观现

象的群体性事件早就在发生 ，并被国家当作
一

个重要问题来处理 ，但国

家并未创制
一个专门 的 、正式的概念 ，

而是以 口语
“

闹事
”

名之 。 直到

１ ９９４ 年 ， 国家才开始使用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概念来总括此类现象。 在这个

意义上 ，

“

闹事
”

是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概念的前世 。 而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最初

也只是公安系统用以描述其工作 日程的
一个治安概念 ，

后才随着形势

的变化而上升为一个政治概念 。 下面展现这个历史过程 。

（

一

）
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的前身——
“

闹事
”
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概念虽然迟至 １９９４ 年才诞生 ， 但并不意味着群体

性事件现象从那时才有 。 事实上 ，从 １９５６ 年下半年开始的半年内 ，

“

工

人罢工、学生罢课、群众性的游行请愿和其他类似事件 ，
比 以前有 了显

著的增加 。 全国各地 ，大大小小
，
大约共有一万多工人罢工 ，

一万多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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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罢课
”

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，
１９９４

：
１ ５４

） 。 罢工 、罢课 、游行请愿

等类事件如果放到现在 ，无疑会被称为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，但在当时 ， 国家

并未为其创制
一个专有名词 ，而是援用 日 常用语 ，统称为

“

闹事
”

。

关于这一点 ，充分的证据是 ，毛泽东曾专门针对上述事件做过
一

个

后来题为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》 （ 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，

１ ９９９
：
２０４ 

－

２４４ ） 的讲话 。 在整个讲话中 ，毛泽东
一

直将上述现象统称

为
“

闹事
”

。 其中专 门讨论此问题的第九部分 ， 区区千余字 ，却 ９ 次使

用
“

闹事
”

字眼 ，而题 目直接就是
“

关于少数人闹事问题
”

。 为了处理这

些问题 ，
１９ ５７ 年 ３ 月 ，

中共中央发出 《关于处理罢工 、罢课问题的指示》

（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，
１９９４ ：

１５４
－

１ ６３
） ， 同样以

“

闹事
”

总称此类

现象。 差不多同
一

时期 ，刘少奇在题为《如何正确处理人民 内部矛盾》

（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，
１ ９９４ ： ２２７

－

２４２
） 的讲话 中使用的概念也

是
“

闹事
”

。 这样一种概念使用传统一直延续到 １９ ８０ 年代 。 这典型地

表现在 ，
１９７８ 年前后 ，云南西双版纳和新疆阿克苏等地发生了几次规

模极大的知青请愿事件 ，邓小平在讲话 中称之为
“

支边青年的闹事
”

（邓小平 ，
１９９４ａ

： 
３７０

） 。

査在线词典《汉典 》 （
ｈｔｔｐ ：

／／ｗｗｗ ． ｚｄｉｃ ．ｎｅｔ
） ，

“

闹事
”

是
一个贬义词 ，

意为
“

制造事端 ，聚众生事
”

，早在 １９ 世纪末的著名小说《二十年 目 睹

之怪现状》 中 即 已 出 现 。 又用谷歌书籍词频观测器 （
Ｇｏｏｇｌ ｅＢｏｏｋｓ

ＮｇｒａｍＶｉｅｗｅｒ
） 检索

“

闹事
”

发现 ，
该词在 １９４９ 年以前的使用频率较低 ，

只在 １９３７
－

１ ９３９ 年有一个小高峰 ，而 １９４９ 年以后则使用比较频繁 ， 尤

其 １９５ １ 年 ，更是异峰突起
，
为其他年份的数倍至数十倍。 这个突起当

是建国初大规模
“

镇反
”

运动在话语上的反映。 如果只观察 １９５ １ 年以

后的使用情况 ，则可发现 ，其使用有这么几个髙峰 ：

一是 １ ９５６
－

１９５７

年 ，可能与上文所说的当时罢工 、罢课 、游行 、请愿等事件比此前显著增

加有关 。
二是 １９６６

－

１９７０ 年间 ， 显然与
“

文革
”

有关。
三是 １９７ ７

－

１９７９ 年期 间 ，可能与
“

文革
”

后进京上访急剧增加有关。 四是 １９８７
＿

１９９２ 年期 间 ，也与 当 时特定的历史背景有关 。 由此可见 ， 第一 ，在彼

时 ，

“

闹事
”

确实是
一个描述社会冲突现象 （ 自然也包括后来所谓

“

群体

性事件
”

） 的常用词汇 。 第二 ，
１９４９ 年以后 闹事

”
一词的使用同样多

与负面事件相联系 ，其含义同样是负面的 。

从谷歌书籍词频观测器的检索结果中 同时发现 ，
１ ９９２ 年 以后 ， 随

着市场化改革的大踏步推进 ，

“

闹事
”

现象在客观上是急剧增加的 ，
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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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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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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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

闹事
”
一词的使用在总体上却呈下降趋势 。 原因何在 ？ 后文将揭示 ，

这与国家有意识地抛弃
“

闹事
”

概念 ，转而使用其他概念有关 。 其中最

重要的替代概念 ，便是 目前所见的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。

（
二

）
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作为治安概念

有学者 （ 肖 唐镖 ，
２０ １２

）发现 ，
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概念最早出现于 １ ９９４

年 。 这一发现同样得到
“

中国知网
”

数据的支持 。 中 国知网是 目前最

大最全的中文电子文献数据库 ，所收录的文献涵盖期 刊 、学位论文 、会

议 、报纸 、年鉴 、词典 、政报 、公报等多种类型 。 用中 国知 网的检索结果

来追寻该概念的形成应该是可靠的 。 同时 ，为了进
一

步保证可靠性 ，这

里 中国知网的检索结果均经过
“

中 国共产党思想理论资源数据库
”

数

据的校验和确认。 鉴于该数据库所收录的内容覆盖国 内出版的所有马

列经典著作 、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所有著作 、公开发表的所有 中央文件

文献 、 国家所有法律法规 ，
以及党的思想理论领域所有知识点 ， 同时收

录大量研究性著作 、 党史和 国 际共运史著作 、 重要人物资料 （ 参见

ｈｔｔ
ｐ ：

／／ｒｅａｄ ．ｃｃｐｐｈ ．ｃｏｍ ．ｃｎ ） ， 经过其校验并确认的数据结果当是准确

和有效的 。

从检索结果来看 ，
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一词最早出 现于公安部主办的

《人民公安》 。 该刊在 １９９４ 年第 ５ 期 的评论员文章 《竭尽全力稳定治

安》 （本刊评论员 ，
１９９４ ） 中讲到 ，

１ ９９４ 年社会治安形势严峻 ，
表现之一

便是
“

影响社会稳定的群体性事件增多
”

； 为稳定治安 ，各级公安机关

要着重抓好五个方面 的工作 ，
其中第四个方面便是

“

认真做好预防和

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工作
”

。 这是公开文献中首现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概

念 。 以此为开端 群体性事件
”

概念逐渐传播开来 。

为了解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概念的扩散情况 ，本文对中 国知网文献使用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概念的情况 ，包括期刊论文 、学位论文和新闻报道 ，做了

统计分析 ，结果如图 ２ 。 在该概念首次出现的当年即 １９９４ 年 ， 明确使

用该概念的文献仅有 １ １ 篇 （ 见下表 ） ， 此后逐年攀升 ，
２０ １０ 年达到顶

峰 ，
６０５５ 篇 ，然后逐年下降 ，但到 ２０ １４ 年仍有 ４３４８ 篇 。 １９９４ 

－ ２００３ 年

间累计则有 ４６４６７ 篇之多 。 从年递增速度来看 ， 有两个高峰 ，

一个是

１９９８－ １９９９ 年间 ，另一个是 ２００５－２００６ 年间 。

６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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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２ 中 国知 网文献 中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概念 的使 用情况 （
１９９４

－

２０ １４
）



１９９ ４ 年使用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概念的文献概况


题 目作者单位及职务期刊

Ｉ竭尽全力稳定治安


评论员 公安部人民公安报社 人民公安

，关于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维护
本

山 东省烟台市公安局
２

社会稳定的思考
－繊

办公室副主任山 东公安丛刊

３２ ，

社会治安 问励臟
纖

厅

厅

长

党委书
公安研究

Ｙ社会稳定的不安
— 晒省公安厅三处 警学研究



定 因素的调查
＿

正确处理 群体性事件
，
认真做 广西 壮族 自 治 区 公

５

好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安厅


雌学％

６地 区农村社会治女的
德宇 浙江省综治委调査组 青少年犯罪问题



调査报告


＾试论城市公安局决策指挥系统
工＆么 抑由八由典却

７

建设 的原则


撤 河＿阳市公安Ｍ 河南公安学刊

８南农村社会治女的调査
王济晟 河南省公安厅河南公安学刊



与忠号


四川 省南充市公安 局
９当前企业不安定因 素及对策任金贤 公安大学学报


顺庆区分局局 长


ｉ ｎ市场经济条件下人 民内部矛盾
＃业 ４ １：１／ｖ＾ ｒｎ ：

^

１ ０

和群体性事件及其健黄光祖 江純 泰州市公安胃 公安研丸

Ｉ Ｉ郑训斌 福建省福清市公安局 公安研究


群体性事件


｜

＿

注 ：
根据 中 国知 网数据库汇编和整理 。 为简便计 ，

凡有多位作者 的只列 出第一作者 ， 有副

标题的亦省去 。 原文没有作者的 ，以
“
一

”

表示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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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念的演生

进一步观察发现 ，最初使用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概念的作者绝大多数来

自公安系统 ，且其作品基本发表在各级公安部 门机关刊物或其所属警

政院校的学报上 。 根据对中 国知 网的检索 ，
在
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概念产生

后最初两年内使用该概念的全部 ２７ 篇文献中 ，除 １ 篇文献的作者情况

不详外 ，其余 ２６ 篇的作者全部来 自 公安系统 ，并且绝大多数来 自
一

线 。

这一点从表中所列文献亦可管窥 。 这一事实表明
，
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最初

只是公安部门用以描述某种治安现象的
一

个治安概念 。

（三 ）
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上升为政治概念

群体性事件超出公安系统并进入国家政治议程 ，是 １９９０ 年代末的

事 。 １９９ ８ 年 １２ 月 ７ 日
，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布置次年经济工作

时提到 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，
２０００

：
６６２

－

６６３
） ，

“

我 国改革和发展

正处在关键时期 ，
经济和社会生活 出现了 

一些从来没有遇到过而又绕

不开的问题……近年来 ，因这类问题处理不当 引起的群体性事件时有

发生 ，虽然经过做工作大部分都被化解了 ，但牵扯了一些部门和地方很

大精力 。

”

从公开的文献来看 ，这是国家最高领导人首次在正式讲话中

使用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概念 。 后不久 ， 中央办公厅 、国务院办公厅即下发

首个专 门关于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的 中央文件 （ 中 办发电

［ １９９９
］
１ ３ 号 ） （参见中央政法委研究室编 ，

２００ １
：

７ －

８ ） ， 标志着防范和

化解群体性事件已 经从部 门性议程上升为 国家性议程 。 在图 ２ 中 ，
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概念在 １９９８ 和 １９９９ 年分别 比上年增长 了３ ．
０８ 倍和

１ ＿６５ 倍 ，形成第一个增长高峰 ，其原因正在于此 。

国家对组织结构的调整更加鲜明地体现了防控群体性事件从部门

性议程上升为国家性议程的事实 。
２００３ 年 ，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

“

亲 自提议建立中央处理信访突出 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制度
”

（王学军主编 ，
２００８

：
２８６ ） 。

“

联席会议
”

包含 ２８ 个成员单位 ，设 ６ 个专

项工作小组
，
以及 ３ 位

“

共同召集人
”

。 显然 ，

“

联席会议
”

是
一

个远远

超出公安系统的组织机构 。 ２００４ 年 ， 中共中央办公厅 、国务院办公厅

转发 《关于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工作意见 》 （ 中办发电

［
２００４ ］

３３ 号 ） ，根据该文件要求 ，
地方也相继建立

“

联席会议
”

制度 （ 参

见赵百川 ，
２００５

） 。 至此 ，处置群体性事件进一步从概念上落实到组织

上 ，作为一项超公安系统的国家政治 日 程的地位彻底确立 。 因此之故 ，

如图 ２
，
２００５

－

２００６ 年间
“

群体性概念
”

的使用分别比上年增长 １ ．２６ 倍

７ 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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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 １ ．１ １ 倍 ，形成继 １９９ ８
－

１ ９９９ 年之后的又一个增长高峰 。

随着处置群体性事件上升为 国家性议程
，
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概念不可

避免地走 出公安系统 ，从治安概念上升为政治概念 。
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本

是公安系统最为创造和使用的 ，但它既 已上升为
一个意涵更为复杂的

政治概念
，
那么 ，只是政治系统组成部分之

一的公安部门就必须相对调

整
，
将 自 己的工作内容限定在某

一类而不是全部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上 ， 以

免与国家其他部门 的工作范围发生冲突 。 果然 ，在中央办公厅和国务

院办公厅于 １９９９ 年发出关于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的专门文件

之后 ，公安部于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发布 的 《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规

定》 （ 见杨景宇 、李飞主编 ，
２００５

：

３７９
－

３８２
） ，
就主动将 自 己的工作范围

限定为
“

群体性治安事件
”

，
以与
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相区别 。 这样
一

种概念

使用上的调转 ，
正是
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从治安概念转变为政治概念的

反映 。
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作为治安概念与作为政治概念的根本差别在于对

问题的定性不同 ：在治安概念中 ，群体性事件被看作局部社会失序的表

现 ，无关大局
；
而在政治概念中 ，则被认为是社会发生全局性异动的结

果 ，如果掉以轻心 ，会危及整个政治和社会系统的安全 。 相应地 ，前者

认为 ，处置群体性事件主要 由公安部门 出面恢复 、加强或优化社会管理

即可 ；后者则认为 ，群体性事件不是公安部门
一家能够应对的 ，它是整

个政治系统都必须面对的重大议题 ，
必须由 国家出面重振社会结构 ，包

括调整阶级阶层关系 ， 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。

一言 以蔽之 ，

“

群体性

事件
”

从治安概念到政治概念的变化 ， 意味着 国家对问题的定性更严

重 ，从而应对更积极 ，
卷人的国家部门也更多 、更复杂 。

概念产生于社会实践的需要并反映着社会实践的变化 。

“

群体性

事件
”

概念从无到有 、从治安概念到政治概念的演变过程 ，
实际上是

１９８０ 年代以来三次集体抗争浪潮在 国家观念上的表现 。 下面按历史

阶段展示这
一过程 。

三、维稳政治的发轫与
“

闹事
”

概念的退场

像人
一

样 ， 国家对事物的理解和应对也有
一

个学习 过程 。 在早年 ，

群体性事件虽然频频发生且规模甚大 ，
但革命问题和发展问题先后 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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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着 国家的注意力 ，防控集体抗争从未进人国家思虑的中心 ， 自然不会

为之创制专门 的概念 。 第
一次集体抗争浪潮的

一个重要后果 ， 就是它

打破了 国家的上述思维方式
，
促使国家把稳定问题提上政治 日程 ，维稳

政治得以发轴 。 维稳政治的发育 ，为 国家放弃
“

闹事
”

而另取
“

群体性

事件
”

概念 ，并最终将其从治安概念上升为政治概念打开了通道 。

（

一

）

“

闹事
”

概念与国家取向

如前所述 ，

“

闹事
”

并非 国家创制的专门名词 ， 而是一个带贬义的

日常用语 。 面对后来被证明非同小可的群体性事件现象 ， 国家直接援

用一个 日常用语来表述 ，
显示国家十分轻松 ，没有那么忧心和焦虑 。 事

实确乎如此 。

在 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 内部矛盾 》的讲话中 ，毛泽东对
“

群众闹事
”

问题的论述颇为洒脱 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，
１９９９

：
２３７

－

２３ ８
） ：

“

在

我们的社会中 ，群众闹事是坏事 ，是我们所不赞成的 。 但是这种事件发

生以后 ，又可以促使我们接受教训 ，克服官僚主义 ， 教育干部 和群众 。

从这一点上说来
，
坏事也可以转变成为好事 。 乱子有二重性 。 我们可

以用这个观点去看待
一切乱子 。

”

１９５７ 年 ３ 月 中共中央 《关于处理罢

工 、罢课问题的指示》也十分灵活 （ 见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，

１ ９９４
：

１ ５４
－

１ ６３
） 。 《指示 》提出了处理此类事件的若干方针 ，其中第一条是 ：

“

允许群众这样作 ，而不是禁止群众这样作 。

”

第二条是 ：

“

群众既然要

闹 ，就应该让他们 闹够 ，不要强迫 中止 ， 以便使群众在闹事 的过程中受

到充分的教育 ，作为补偿平时思想政治教育缺乏的一种手段 。

”

还说 ：

“

在群众已经非闹 事不可的时候 ，党委应该指定
一部分党员甚至全体

党员参加 ，
以便掌握领导 ，联系群众和教育群众 ，不使群众被坏分子引

向错误道路 。 党员应该积极支持群众的真正合理的要求 ，而不要为官

僚主义分子的恶行和上级的错误措施辩护 。

”

国家之所以如此轻松 ，是因为它对 自 己 的政治合法性和掌控能力

非常 自信 ，
因而未把稳定问题放在眼里 。 在国家的选择中 ，

１９７ ８ 年以

前 ，首要的政治议程是革命问题 。 在这样
一种问题意识驱动下 ，

“

群众

闹事
”

不但不是个问题
，
甚至是个契机

——正好不破不立 ， 变坏事为好

事 。 正是基于这样
一

种观念 ，才会有上面提到的让群众在闹事 中接受

教育 、让党员参与群众闹事以便适时引导群众等方针和原则 。

１９７ ８ 年以后 ，

“

不断革命
”

的政治理念虽然退场 ，
但取而代之的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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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展问题 ，仍然没有稳定问题的位置 。 当时国家对政治局势并非不重

视 。 早在 １９７９ 年 ，邓小平 （ １９９４ａ
： 
１ ５８

－

１ ８４ ） 就明确提出要坚持四项基

本原则 。 但直到 １９８０ 年代末以前 ，
国家对政治局面的追求都是

“

安定

团结
”

，而非
“

稳定
”

。 邓小平在 １９７９ 年那篇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》的著

名讲话中 ，反复重 申 的政治 目标也是
“

安定团结
”

。 作为政治 日程 ，

“

安

定团结
”

与
“

稳定
”

之间有着微妙但却重大的差别 ：前者致力于实现全

社会从行为到思想的高度协同 ， 后者则 只强调社会不发生大的动荡 。

尽管后来的事实证明 ，

“

稳定
”

在 当时 已是一个问题
，但国家在设置政

治议程时却舍
“

稳定
”

而就
“

安定 团结
”

，显示国 家非常 自信 ，
以致未对

“

稳定
”

问题引起足够重视 。

直到 １９８９ 年 ２ 月
，
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时讲 ：

“

中 国 的问

题 ，
压倒

一

切的是需要稳定
”

（ 邓小平 ，

１９９４ｂ
：
２ ８４

） ，
才首次把稳定提到

“

压倒
一

切
”

的高度 。 而现在世人皆知的
“

稳定压倒一切
”

这句 口 号 ，首

次出现则已经是当年 １ ０ 月 （参见邓小平 ，
１９９４ｂ

：
３３ １ ） 。 这表明 ，邓小

平此时已充分地认识到稳定问题的重要性 。

（二 ：
） 国家的转变与维稳政治的起步

国家对
“

闹事
”

现象的上述认知和态度最终被来 自社会的集体抗

争打破 。 关于 １９４９ 年以后中 国的集体抗争形势 ，学界从不同角度有不

同的判断 （ 比如赵鼎新 ，

２０ １２
：第二版序 ；刘能 ，

２００８
，
２００９ ） 。 本文综合

考虑诉求 、参与者和组织性等基本特征 ，将改革开放以来的集体抗争区

分为三次浪潮 。 其中 ，第一次抗争浪潮发生在 １９７８ 年至 １ ９８０ 年代末 ，

此次浪潮主要有三个特征 ：

一

是精英性 ， 即参与者主要是大学生和知识

分子 ，
他们在当时是社会精英 ；

二是政治性 ，即诉求具有鲜明的政治性 ；

三是规模大 ，即动员范围广泛 ，动辄席卷全国 ，
以致演变为规模极大 、影

响极深的政治风波 。 随着风波的平息 ，第一次集体抗争浪潮也走向终

结 ，直到 １９９２ 年发生第二次浪潮 。

第一次抗争浪潮在国家方面最重要的后果之一 ，就是 目前所见的

维稳政治开始形成 。 这首先表现在 ， 国家对
“

闹事
”

和稳定问题越来越

敏感
，
开始把维稳提上政治 日程 。 第一次抗争浪潮实际上强制刷新 了

国家的 自我意识 ，使之认识到 自 己的政治合法性和政治效能已经或正

在面临挑战 。 这样一种 自我意识的更新 ，为 国家放弃贬义的
“

闹事
”

概

念而另创新词奠定了 思想基础 。 据 肖唐镖 （
２０ １２

） 统计 ， 自 １９８０ 年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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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社会冲突 、国家治理与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概念的演生

末 ，国家关于集体抗争现象的概念逐渐变得五花八门 ，

“

闹事
”

概念的

使用则 日见其少 。

基于对稳定问题的重新认知 ， 国家的社会冲突治理开始从临事反

应转向平时预防 。 为此 ， 国家着手恢复 、统
一

和强化政法委员会 （ 简称
“

政法委
”

） 〇 政法委在中央层面上是一个在建国之初就存在的政治机

构 （参见中共中央组织部等编 ，
２０００ｂ

：
７６

－

７７ ） ，但其隶属 、职能和构成

迭有变化 。 １９８８ 年 ５ 月 ， 中共中央甚至撤销 中央政法委员会
，
改设中

央政法领导小组 ，并且
“

不设办事机构
，
列人公安部编制

”

（ 中共中央组

织部等编 ，
２０００ａ

：
２２４

） 。 １９９０ 年 ４ 月 ２ 日
，
中共中央发出 《关于维护社

会稳定加强政法工作的通知》 （ 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，
１９９ １

：
９９８－

１００６
） 。 《通知》开宗 明义指 出 ，

动员全党和社会力量竭尽全力维护社

会稳定是今后一个时期政法工作的基本指导方针 。 为此 中央决定 ，

恢复中央政法委员会 ，适当调整其职责任务 ，各地党委政法领导机构的

名称统一为政法委员会 ，
并加强必要的建设 。 各地党委政法委员会的

职责任务 ，可以参照 中央政法委员会的职责任务 ，
由各省 、 自治区 、直辖

市党委确定 。

”

同时 ， 《通知 》明确规定 ：

“

各级政法委员会都要有同级人

民政府负责人中 的
一

位副职参加 。 政法委员会书记要 由 同级党委 中的
一

位常委或副书记担任 。

”

随后 ， 中央政法委不断增设机构 、扩大编制 ，被赋予的职权也越来

越多 ，越来越大 （ 参见中共中央组织部等编 ，
２０００ａ

：

２３ ８ 、 ２３９ ） 。 在政法

委获得的权力中 ，
既有统

一思想和行动等虚权 ，更有管人 、管事 、管案件

的实权 ，包括对一定时间 内 的政法工作作出全局性部署 ，并督促贯彻落

实 ；监督和支持政法各部门依法行使职权 ，指导和协调政法各部门密切

配合 研究和讨论有争议的重大 、疑难案件
”

、

“

组织推动社会治安综

合治理工作
”

、

“

研究 、指导政法队伍建设和政法各部 门领导班子的建

设
”

，等等 。

任何观念和规则必须依托于
一

定组织的执行才能落地 ，
也才能得

到更为持续和稳定的实施 。 从上到下统一建立和健全政法委 ，意味着

国家力图把对稳定问题的新认知和新策略落实到组织上 。 维稳从此有

了领导核心 ， 以及具体的执行者和推动者 。 后来的历史也证明 ，政法委

在统筹和推动维稳工作方面扮演着核心角色 。 而其发端 ， 正在于此 。

概言之 ，第
一

次集体抗争浪潮迫使国家重新定位 自 己与社会的关

系 ，
以政法委为核心的维稳政治体系于斯发轫 。 这对
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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念的形成和发展来说 ，其意义在于 ，第
一

， 国家对 自身政治合法性和局

势控制能力的重新审视 ，为
“

闹事
”

概念的退场并推出一个更为 中性和

审慎的替代概念准备了思想条件 。 第二 ，维稳政治在观念和组织上的

初成 ，使国家各级各类部门的注意力开始得到有效的定向 ，
并逐渐营造

出
一种重视稳定的集体意识 。 这种集体意识为 国家创制和接受

“

群体

性事件
”

概念奠定 了心理基础 。 第三 ，
正是沿着维稳政治体系所提供

的组织渠道 ，
公安机关方能把 自 己 的兴趣和概念输送到 国家政治中枢 ，

从而把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从治安概念提升为政治概念 。

四 、
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概念的诞生与胜出

１９９２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 ， 中 国改革进入新阶段 ， 同时迎来 了第

二次集体抗争浪潮 。 正是这次浪潮催生了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概念 。

（

一

） 第二次集体抗争浪潮及其特征

第二次集体抗争浪潮大体发生在 １９９２
－

１９９ ８ 年 ， 并表现出草根

性 、非政治性 、小规模 、分散性等不同于第
一次浪潮的新特征 。

首先 ，第二次集体抗争浪潮的主要 内容是农民抵制
“

三乱
”

（乱收

费 、乱摊派 、乱提留 ） ， 以及下岗工人争取工作和生活条件的集体行动 。

第一次抗争浪潮的参与者主要是大学生和知识分子 ，此次浪潮 的参与

者主要是农 民和工人 。 参与者构成的变化是市场化改革的必然结

果——市场化意味着人力资本的重要性提高 ，这相对有利于大学生和

知识分子 ，
而不利于工人和农民 。 当 时 ，在农村 ，

“

三乱
”

造成农民负担

过重 ，干群关系紧张 ；在城市 ，
工人失业 、下岗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 。

这些问题把工人和农民推上街头 ，成为集体抗争的主力 。 据 １９９４

年江苏省泰州市公安局的一份研究报告 （ 黄光祖 、李昱 ，

１９ ９４
） ：



“

从群

体性事件参与者所占的比例看 ，企业职工 （ 含离退休人员 ） 占 ５０％
，农

民 占 ３０％
，
个体经营人员 占 ５％ ，家庭及亲友人员 占 １３％

，
社会闲杂人

员 占 ２％ 。

”

也就是说 ，
参与者本人是工人和农民的 ，合计占到 ８０％

 ；再

加上他们的
“

家庭及亲友人员
”

，则达到 ９３％ 。

一个群体的抗争方式深受其动员能力的影响 。 比起大学生和知识

分子 ，
工人和农民的动员能力无疑要差得多 ：

一是他们无力建构
一

个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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够统合不 同人群 、事件 、地域和历史情境的大型意识形态 ；
二是对他们

来说 ，要找到一种组织形态 ，
以便高效地获取和使用抗争所需要的人

力 、物力和财力等资源 ，也相当艰难 。 这些决定了第二次抗争浪潮 的非

政治性和非组织性 。 所谓非政治性 ，是指抗争诉求始终停留在经济层

面
——农民要求减轻负担 ，

工人要求工作和生活保障 。 非组织性则表

现在 ， 抗争通常是在强烈的情感驱动下临时爆发 ，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比

较离散 ，组织化程度低 ，
规模也 比较小 。 据泰州市公安局前述报告中的

数据推算 ，
当时当地平均每场群体性事件的人数不超过 ５０ 人 。 该报告

还描述 ，
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和发展过程

“
一般维持 ３ 到 ４ 小时 ，极少数

有
一

定骨干和幕后操纵者的群体性事件 ，通过做工作 ，最长的也仅维持

两昼夜
”

，
显示出当时群体性事件的非组织性和短促性 。

（
二

）
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概念的创制

第二次浪潮中 的集体抗争 ，通常 的表现形式是围堵 围攻 、集体上

访 、打砸抢烧等骚扰性或破坏性行为 ，
不涉及政治诉求 。 也就是说 ，没

有立即的 、明显的政治性 。 然而 ， 国家在 １９９４ 年上半年就针对性地提

出了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概念 。 此时距南巡讲话不过两年时间 ，距正式宣布

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
“

十 四大
”

召开只有一年半时间 。 在如此

短的时间 内 ，
市场化改革 尚未全面展开 ， 因此而引发的集体抗争也才刚

刚露头 。 就此而论 ， 国家的反应可谓十分敏捷 。 这显然与第
一

次集体

抗争浪潮之后 国家维稳政治不断发育 ， 维稳意识不断强化有关 。 只有

在对稳定问题足够敏感 ，注意力足够定 向的条件下 ，
如此小规模 、 经济

性和草根性的集体抗争才可能进入国家的视野 ，
并且重视到用专门概

念予 以描述的程度 。

在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概念的构成中 ，

“

群体
”

是对形式的描述 ，

“

事件
”

是对 内容的定性 ，是形式与内容两方面要素的结合 。 相对于形式 ，更根

本的是国家对集体抗争的定性 。 就价值倾向而言 ，将集体抗争定性为
“

事件
”

，
显然 比

“

闹事
”

更为 中性 。 发生这种转变的根本原 因 ， 是在

１９８０ 年代末以后 ， 国家开始重新审视 自 己与社会的关系 。 把稳定问题

提到压倒一切的高度 ，表明 国家愿意放下居高临下的姿态 ，与社会维持

更有弹性的关系 。 将集体抗争界定为中性的
“

事件
”

而不是负面的
“

闹

事
”

，既可以避免 冒犯群众 ，
又可以为 自 己 的相机处置留下 回旋余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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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来国家更加 明 确地提出
“

可顺不可激
”

的原则 ，

？也间接证明 了这
一

点 。

那么 ，这个概念为什么是 由公安而非其他部 门最先提出来 ？ 首先 ，

基于职责分工 ，公安部 门处于维稳工作第
一线 ；集体抗争一旦爆发 ，它

总是第
一个到场并且要一直在场 。 这意味着

，
在所有国家部门 中 ，公安

部门对集体抗争的感知是最直接 、鲜活和持续的 ， 由它最先提出
“

群体

性事件
”

概念符合人类认知发展的逻辑 。

其次 ，
第二次集体抗争浪潮 的基本特征也为公安部门创制

“

群体

性事件
”

概念提供了政治空间 。 如前所述 ，工人和农 民的集体抗争具

有显著的非政治性和非组织性 ， 因此党委和政府通常不会主动介入 ，而

交由公安部 门处理 。 这意味着公安部门拥有较大的 自主权
，
能够按照

自 己的观察和需要对集体抗争进行描述和定性。

公安部门构造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概念的
“

心路历程
”

， 因为没有足够的

资料
，
难以确考 。 以常理度之 ，

直接接触和感受集体抗争的公安警察不

是专业研究人员 ，
他们在创制概念的过程中不会穷究学理 ，而倾向于从

直觉印象和工作需要出发 。 他们之所以将
“

群体
”

和
“

事件
”

两个要素

简单相加而形成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概念 ，大约是因为他们在处置此类事件

的过程中 ，第
一

印象是参与人员多 ， 于是产生
“

群体
”

的观念。 接着他

们又发现 ，此类行为往往具有一定正当性 ，至少是非不容易判定 ，称为
“

闹事
”

，负面判断太过强烈 ，不但不合理 ，甚至会激化矛盾 ，还是中性

地称
“

事件
”

有利于工作的开展 。 两种观念结合到一起 ，便形成所谓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概念 。 仔细阅读那些最早使用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概念的文

献 ，会发现 ，没有任何一篇对该概念做过严格的辨析和界定 ，都是信手

拈来 ，直接人文 。 这从一个侧面表明 ，公安部门的直觉印象和工作需要

在该概念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。

（三 ）概念之间的竞争与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的胜出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概念虽然在 １９９４ 年即 已诞生 ，但直到 ２００３ 年才从

① 一位来 自 中共 中央组织部 的作者在发表于 《领导文苹 》 杂志上的
一

篇文章 中指 出 ：

“

近年

来
， 中央对 处置群体性事件工作提出 了

‘

三 可三不可
’

（ 可散不可聚 、 可解不可结 、 可顺不

可激 ）

…
…

等总体要求和基本原则
”

（
伍 国 用

，

２００ １
） 。 此外 ， 《公安机关 处置群体性 治安

事件规定 》第八条 第二款明 确规定了
“

防止矛盾激化原则
”

，具体要求就是所谓
“

三可三

不可
”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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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概念的演生

多个概念中脱颖而出 ，取得 目前所见的主导地位 。 在此之前 ，
同时并存

的还有
“

群众性事件
”

、

“

突发事件
”

、

“

群众性突发事件
”

、

“

群体性突发

事件
”

、

“

群体性治安事件
”

、

“

紧急治安事件
”

、

“

群体性紧急治安事件
”

等多个概念 ，有的甚至比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概念出现得还早 （参见 肖唐镖 ，

２０ １２ ） 。 那么 ，
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何以能够在概念竞争中胜 出 ？ 回答这个

问题 ，有助于更深入地揭示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概念的演进过程及其内 在

逻辑 。

首先 ，从国家的角度来说 ，政治生活的中心概念在构造上必须满足

两个基本要求 ：

一是精准 ，

二是简洁 。 精准是尽可能准确地表达国家意

图 ，简洁则是为了使用方便 。
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能从多个概念中脱颖而

出 ，

一枝独秀 ，

一个根本原因正是它比其他概念更好地满足了这两个要

求 。 如前所述 ，
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概念既有关于对象形式的描述 （

“

群

体
”

） ，也有关于对象内容的定性 （

“

事件
”

） ， 既有量的规定性 ，
也有质

的规定性 ，是形式与内容 、量与质两方面特征的结合 。 在这个意义上 ，

它是完备的 。

与此同时 ，
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只有五个字 ，
又是简洁 的 。 以此标准衡

之 ，就会发现 ，
其他概念要么不够简洁 ， 要么不够完备 。 比如

“

群体性

紧急治安事件
”

、

“

群体性突发事件
”

等概念就太冗长 。 国 家政治生活

的 中心概念一定是使用非常频繁的 ， 除书面表述之外 ，
还必须适合 口

头表达 。 从口头表达的角度来说 ， 哪怕只多
一

个字 ，都是一个严重的

负担 。 而另外一些概念 ，
比如

“

突发事件
”

、

“

紧急治安事件
”

虽然简洁

程度差不多 ，甚至更简洁 ，但只涉及内容和质的规定性 ，未涉及形式

和量 的规定性 ，而此类现象的
“

群体性
”

又是国家非 常关注的一个特

征
，
在这个意义上 ，这些概念是不完备的 ，未能精准地表达国家意 图 ，

所以慢慢被国家抛弃 。

还有
一些概念 ，

比如
“

群众性事件
”

，
虽然也同 时是完备的和简洁

的 ，但其中的
“

群众性
”

字眼具有强烈的正面含义 ， 不符合国家力图在

社会观感上将集体抗争现象中性化 、去政治化的愿望 。 但另
一

方面 ，掌

握概念就是掌握话语权 ， 因此 ， 国家也不愿意把概念的内涵定得太窄 ，

以致压缩 自 己的权力 ，束缚 自 己的行动 。 特别是 １９９８ 年 以后 ， 国家强

调集体抗争的治安属性与政治属性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 ，就更需

要一个能够兼容治安和政治这两种属性的概念 。 从这个角度来说 ，

“

群体性治安事件
”

、

“

紧急治安事件
”

等概念把集体抗争明确定性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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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

治安事件
”

，太窄 ，太死 ，最终被国家淘汰出局是必然的 。

总而言之 ，
站在国家的角度 群体性事件

”

既简洁又精准地表达

了意图 ， 比其他概念更符合国家在不同时期的不同需要 ，所以能够脱颖

而出
，
成为国家用以描述集体抗争现象的中心概念 。 不过 ，这样一个概

念筛选过程并不是哪个人 、哪个部门有意为之
，
而是多个层级的多个国

家部门在维稳逻辑的支配下无意识
“

合谋
”

的结果 。 由此也可见 １９ ８０

年代末以来逐渐发育的维稳政治体系对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概念形成和演

化的深刻影响 ， 即它逐渐形成
一

套体系 ，
以致能够有效地控制国家各级

各类部门的注意力 ，使之定 向到稳定问题上来 。 显然 ，没有对注意力 的

有效定向 ，众多层级的众多部门 默契地 、不约而 同地选用
“

群体性事

件
”

，从而将其推到国家中心政治概念的地位 ，是不可能的 。 如果不是

这样 ，
现在也许还是多种概念纷繁并存的状态 。

上面从国家的角度揭示了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概念在竞争 中胜出 的动

因 。 而这个概念最终走出国 家 ，走向社会 ，成为
一

个在社会上也广泛

使用 的概念 ，
则与国家全力维稳 ，概念随着 国家的维稳实践而向社会

扩散有关 。 维稳实践是
一

个国家与社会紧密互动的过程 ，
其中 自然

包含话语和概念的交流 。 尽管概念的使用涉及话语权的争夺 ， 但显

然 ， 国家比社会更强势 ，从而能够把 自 己 的概念强 加于对方 。 更何

况 ，至少在表面上 ，
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是一个包容性较强的中性概念 ，社

会接受起来并不那么 困难 。 如 图 ２ 所示 ，全社会对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概

念的使用 在增速上有两个高峰 ，

一个是 １９ ９８
－

１ ９９９ 年 ， 另一个是

２００５
－

２００６ 年 。 这两个高峰的形成都与当时 国家正好出 台重大维稳

措施有关 ：第一个高峰是 因为 １９ ９８ 年底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首次出现在最

高领导人的讲话中 ， 并随后 出 台 了首个关于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

事件的 中央文件 ；第二个高峰则是 因为 ２００３ 年中 央建立
“

处理信访

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制度
”

，
并于 ２００４ 年从上到下推广

这
一体制 。

综上所述 ，
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能够在与其他概念的竞争 中胜 出 ， 归根

到底都与国家对集体抗争形势的判断和反应有关 。 首先是国家基于

１ ９８０ 年代以来逐渐强化的维稳意识 ，
而在多个概念中无意识地选择 了
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，使之成为
一

个在国 家内部被广泛接受的概念 ；其次是

国家在应对集体抗争的过程中 ，也不断地向社会输出这
一

概念 ，使之最

终走向社会 ，成为
一

个在社会上也广泛使用的概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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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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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集体抗争形势的转变与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概念的政治化

１ ９９８ 年以后 ，
市场化改革进程进

一步加快。 这些改革深刻地改变

了整个社会的利益格局以及因此而来的社会冲突面貌 。 缘此 ， 中 国集

体抗争的形态再次发生转变 ， 即社会精英以新的方式重新卷入集体抗

争 ，带动集体抗争重新趋于政治性 ， 同 时向 大规模 、组织化的方向发

展 。 中 国集体抗争 由此进入第三次浪潮 。 与前
一

次转变不 同 ，第二 、

三两次浪潮之间 的过渡是
一个连续的 、渐变的过程 ， 界限不甚明显 。

但鉴于 １９９ ８ 年改革的深远影响 ，
不妨以之作为第三次抗争浪潮 的历

史起点 。

（

一

） 第三次抗争浪潮的形成与特征

第三次抗争浪潮的形成是三种因 素共同作用 的结果 ：

一是社会矛

盾的累积 ；
二是社会精英 ，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归来 ；

三是互联网的发展。

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 ，市场化被明 确为下一步改革的方向 。 市场化改

革在推进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的 同时 ，
也造成社会矛盾的不断产生和

累积 。 其中 ，
１ ９９８ 年是

一

个重要节点 。 是年 ，新
一

届 中央政府同时而

全面地推进国有企业 、医疗卫生 、住房和教育 （ 主要是教育产业化和高

校扩招 ）等多项改革 ，这些改革都广泛涉及民 生 。 再加上此前积存已

久并愈演愈烈的农村
“

三乱
”

问题
，
社会矛盾 由此大面积爆发 。

在此过程中 ，

工人和农民仍然是集体抗争的主体 ，但参与者的构成

已悄然发生变化 ， 即社会精英开始重新卷人集体抗争 。
２００ １ 年 ， 中共

四川省委组织部课题组 （ ２００１
） 在
一份调研报告中说 ：

“

过去群体性事

件的参与者多是农民 、离退休职工 ，
现在则包括在职职工和下岗职工 、

个体业主 、复转军人、技术人员 、干部等 。

”

也就是说 ， 复转军人 、技术人

员和干部等精英人士也开始卷人集体抗争 。 不仅如此 ，这些精英人士

往往在集体抗争中担当领袖角色 。 在 ２００２ 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中 ，
蔡永

顺 （ Ｃａ ｉ
，
２００２ ） 统计了１９９７

－

１９９９ 年间 《工人 日 报 》 、 《 中国劳动报》等

媒体报道和他 自 己调査的 ４１ 件工人集体抗争 ，发现其组织者中前企业

领导 占 ２９ ．２７％
， 现企业领导 占 １７ ． ７％

， 复转军人 占 ９ ．８％
， 合计

为 
５６．

７７％
。

精英人士的卷人和领导提高 了集体抗争的动员和组织能力 ，从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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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群体性事件的组织性有所増强 ，规模有所扩大 。 在前引报告中 ，
四川

省委组织部称 ，群体性事件
“

组织程度 明显提高
”

。 而据前引泰州市公

安局 １ ９９４ 年报告 ， 当时当地只有
“

极少数
”

群体性事件
“

有
一

定骨干和

幕后操纵者
”

。 又据 四川省 委组织部报告 中 的数据推算 ， 当地虽有

５５％ 的群体性事件参与人数在 １ ００ 人以下 ，但也有 ４３％ 在 １０ １
－

５００ 人

之间 ，平均每起事件的参与者则达到 １ ３８ 人 。 而据前引 泰州市公安局

报告
，
１９９３ 年当地群体性事件每起平均不到 ５０ 人 。 两相比较 ，规模显

著扩大 。

上述情况随着知识分子的加人和互联网 的发展而进
一步凸显 。 网

络为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提供了极大方便 ，
于是出现了一个热衷于通

过网络过问公共事务的
“

公共知 识分子
”

群体
，
俗称

“

公知
”

。 根据

ＢＢＳ 、博客等早期网络平台 的 出现时间
，

“

公知
”

大体出现在 ２０００ 年左

右 。 此后 ，
随着网络平台的不断升级 ，

“

公知
”

队伍及影响力也不断扩

大 。 与此同时 ，他们对群体性事件的介人越来越多 ，越来越深 。 介人群

体性事件成为他们获取影响力的重要方式 。 国家很早就注意到互联网

舆论的巨大影响 ，曾在 ２００ ３ 年的一份文件中提醒说 （ 中共中 央文献研

究室编 ，
２００５

：
４９５

） ：

“

群体性事件和突发事件对社会稳定的影响越来

越大 ，互联网上影响稳定的 问题 日益突出 。

”

相较其他社会精英 ，

“

公知
”

长于通过框架建构掌握话语权 。 所谓
“

框架建构
”

， 即通过一个概念框架 ，把在感觉上相互独立的若干事件

和情节串联到
一

起 ，使之呈现出共同的 、整体的意义 。 它本质上是一个

思想动员过程 。 该过程所进行的观念整合 ，有助于提升群体性事件的

组织性 ，改变此前在空间 和时 间上的离散状态 。 总体而言 ，

“

公知
”

群

体所采用的概念框架比其他群体的论述具有更强的政治色彩 。 更何

况 ，在思想动员之外 ，
他们还 以真相调查 、网上募捐 、免费律师等方式直

接提供实质性支持 。 因此 ，

“

公知
”

的介人往往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推

动群体性事件的政治化 。

在上述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，中 国的集体抗争进人第三次浪潮 。

其基本特征是 ，群体性事件无论就整体而言 ，
还是就单个事件而言 ，都

有一种朝组织化 、政治化和大规模方向发展的趋势 ，社会精英对群体性

事件的介人则显著地助长 了这一趋势 。 这意味着
，影响局部社会秩序

的治安事件与影响全局性的政治事件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 ，
治安

事件可以 比较容易地转变为政治事件 。 没有政权不关心 自 己 的安危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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群体性事件与政治性事件的关联—旦引起国家注意 ，基于对稳定问题

的高度重视 ， 国家不可避免地会将维稳的关 口前移到预防群体性事件

上
，
以便从源头上消灭政治隐患 。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，

１９９８ 年底 ， 中共

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正式讲话中首次提到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并提醒全党

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，
２０００

：
６６ ３ ） ：

“

这类问题处理不好 ， 会直接影

响社会稳定 ，甚至可能由个别问题演变成局部甚至全局性的问题 。

”

所

谓
“

演变成局部甚至全局性的问题
”

，其实就是本属治安事件的集体抗

争最终演变为政治事件的风险 。

（二 ） 维稳政治的强化

基于对政治风险的关切 ， 国家开始对群体性事件问题重新进行定

位 。 重新定位的基本精神可 以概括为
一点 ， 即从政治髙度审视群体性

事件 ， 防控群体性事件就是防控政治性事件 ， 防控政治性事件必须从防

控群体性事件抓起
，做到

“

早发现 、早报告 、早控制 、 早解决
”

（伍国用 ，

２００ １ ） 。 随着这
一

精神从工作规程到组织机构的层层落实 ，

“

群体性事

件
”

概念的政治属性也不断被充实和强化 ，最终脱离治安范畴而成为
一个政治概念 。

首先是在工作规程上 ， 国家不断强化党委 、政府 ，特别是党政主要

领导的责任 。 ２０００ 年 ， 中纪委 、中组部等部门联合下发 《关于对发生严

重危害社会稳定重大问题的地方实施领导责任查究的通知》 （见陈冀

平主编 ，
２００３

：

１２－ １３
 ） 。 根据该文件 ， 凡是发生重大群体性事件的地

方 、单位 、部 门及领导 ，
将被严厉追究责任 。 ２００３ 年 ， 中央又要求 ，

一旦

发生群体性事件 ，
党政领导必须及时赶赴现场 ，

“

靠前指挥 ， 面对面地

做好群众工作
”

（ 罗干 ，
２００３

） 。 这些要求和规定的责任主体都是党委 、

政府及其主要领导
，
而非公安部门 。 这个信号非常清楚地表明 ：群体性

事件防控不是治安工作 ，
而是政治工作 。 不仅如此 ， 中央还通过

“

慎用

警力 、慎用警械武器 、慎用强制措施
”

（ 罗干 ，

２００３
） 等原则对公安部门

的角色做了明确限制 ，这反过来进
一步突 出了政治领导和政治手段在

群体性事件处置中 的地位和作用 。

比工作规程更有力的是组织结构的调整 。 众所周知 ，在中国 ，基于

党的集中领导原则 ，重大决策都由各级党委 ，特别是其核心机构
——常

委会做出 。 由于常委会的人数十分有限 ，公安作为行政系统的一个下

属部门 ，其首长进人常委的机会十分有限 。 然而 ，
２００３ 年发布的 《 中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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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公安工作的决定 》 （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

室编
，

２００５
：

４９４ 
－

５０３
） 明确而显著地提升 了公安部门 的级别和权力 ：

“

各级党委可根据实际情况和干部任职条件 ，
在领导班子职数范围内 ，

有条件的地方逐步实行由同级党委常委或政府副职兼任省 、市 、县三级

公安机关主要领导 。

”

据此 ，后来普遍出现公安厅局长进入常委并兼政

法委书记的制度安排 。
？ 这意味着 ，

公安首长进人政治中枢 ，从而在掌

握警察力量的 同时 ，能够以党委的名义合法地调动包括检察院和法院

在内的整个司法系统
，
甚至更大的政治系统 。 公安部门在整个政治系

统中的话语权显著增强 。

此后不久 ，国家又 自上而下建立
“

处理信访突出 问题及群体性事

件联席会议制度
”

。

“

联席会议
”

体制实际上造成
一

种权力格局 ， 即 以

政法委为中心统合更大范围 内的 国家权力 ， 而政法委书记又由公安首

长兼任 ，
因此

，

“

联席会议
”

实际上进一步扩大了公安部门的权力 。

表面上看 ，这种制度安排与 国家限制警察权力 的
“

三个慎用
”

（慎

用警力 、慎用警械武器 、慎用强制措施 ）原则相牴牾 ，实际上并不矛盾 。

因为公安首长进入决策中枢并掌管政法委之后 ，其不断增大的权力不

是体现在对警察力量的使用上 ，而是体现在对公安部门之外的更大范

围的 国家力量 ，包括宣教、审判 、检察和行政管理权力的调度上。 通过

这样一种制度安排
，国家一方面限制了公安部门的警察权力 ，另

一方面

却扩大了它的政治权力 。 从国家的角度来说 ，
这样一种制度安排是可

以理解的 。 因为警察权作为一种行政权力 ，对于处置已然的群体性事

件有着快速反应的优势 ，但预防未然的群体性事件则非其所长 。 在国

家已经把维稳的关 口前移到预防环节的背景下 ，光有警察权显然是不

够了 ，
必须组合运用宣教 、审判 、检察和行政等多种权力 。 而在这多种

权力中 ，公安部 门因总处于群体性事件处置的第
一

线 ，
以它为 中心来统

合其他权力 ，对国家来说是最有时效和实效的制度选择 。

（三 ）
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槪念的政治化

公安首长兼掌政法委 ，
以及

“

联席会议
”

制度的建立 ，表明发轫于

１ ９９０ 年代的维稳政治达到一个新的高峰 。 这样
一

种维稳政治模式为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概念的政治化提供了便捷而有效的通道 。 其中 ，最直接

① 王裕华 （
Ｗａｎ

ｇ ，
２０ １４ ）对公安部 门权 力增 大的过程做 了 细致的 定量研究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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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后果是 ，
政法委是党在政法领域的核心领导机构 ， 由公安首长掌管政

法委 ，显然有利于公安系统首创的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概念进人国家的意识

形态论述 ，从而 由
一

个治安概念上升为政治概念 。

比这更重要的是 ，这样一套维稳政治体系能够非常有力地把
“

群

体性事件
”

概念的政治内涵从国家认知变成社会体验 。 如前所述 ，早

在 １９９ ８ 年 ，
中央领导人已经意识到群体性事件的政治性 ，并开始通过

中央文件将防控群体性事件提升为国家政治 日 程。 彼时 ，在国家认知

中
，
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已经是一个政治概念 ，但社会关于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的

体验还停留在治安概念阶段 。 随着参与防控群体性事件的部门越来越

多 ，部门之间的整合越来越好
，
维稳实践的政治性也就越来越强 。 维稳

政治实践的过程 ，就是国家与社会不断接触 ，从而把 自 己的认知不断传

递给社会的过程 。 当从 ２００３ 年开始 ， 国家把 自 己关于群体性事件的政

治体验落实到公安首长兼任政法委书记以及
“

联席会议
”

这样一套对

社会来说具体而可感的组织上时 ，
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的政治 内涵也就彻底

完成了从国家到社会的传递 。 如果说 １９９８ 年底江泽民在讲话中首次

使用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概念只是它从治安概念迈 向政治概念的开端 ，那

么 ，到 ２００３
－

２００５ 年间 ，这个过程算是彻底完成了 。

最近几年来 ，公安首长普遍不再兼任政法委书记 ，原来在
“

群体性

事件
”

概念内涵 的转变过程中发挥重要助推作用的组织模式不复存

在 。 但一种观念一旦形成 ，并不会轻易随着组织模式的改变而改变 ，更

何况作为政治概念的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已经走出国家 ，成为一个社会普遍

使用的概念。 因此 ，在短期 内 ，
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概念仍将维持其政治 内

涵 ，并规定着国家和社会各 自在相关问题上的思维和行为选择 。

六、结语及讨论 ：从维稳政治看国家建构

鉴于维稳政治对中国社会的深刻影响 ，
了解其变迁 、运作和趋势是

一个无法绕开的研究课题 。 而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是国家赖以 总成和布局

维稳工作的中心概念 ，通过这个概念 ，不仅可 以透视国家感知 、 思考和

应对社会冲突的基本模式 ，
而且可以顺藤摸瓜 ，进

一

步考察造成这样
一

种模式的历史情势 。 如钱穆所言 ，包括国家制度在内的任何制度 ，
其形

成和演变都是
“

内在的用意
”

与
“

外在的需要
”

两个方面相结合的产物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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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因其作为维稳政治之中心概念的地位 ，不失为
一扇虽

然小却有利于聚焦的窗 口
，透过它 ，

正好瞭望这两个方面是怎样相互作

用而推动维稳政治之形成和演变的 。

经 由历史的考察 ，本文发现 ，
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概念存在一个从无到

有 ，从治安概念到政治概念的演进过程。 表面上 ，
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是
一

个由 国家创制 ，然后推送到全社会的概念 。 然而 ，它并不是 国家单方面

思虑的产物 。 相反 ，该概念的诞生及其内涵的转变 ，
都是社会冲突与国

家治理相互作用 、循环递推的结果
，
是 １９８０ 年代以来的三次集体抗争

浪潮在国家观念上的次第反映。 因此 ，在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概念的演生过

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两条线索 ：

一条是集体抗争形态的不断改变 ，另
一

条是国家治理方略的不断调整 。 这两条线索相与浮沉 ，
环环相扣

，
就像

生物基因 中 的双螺旋结构
一样支撑着
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概念的发育和

完成 。

更进一步 ，
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概念所透视的维稳政治演生史也为理解

国家建构的
一般逻辑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。 国家建构论强调 ， 国家作为

一种政治系统
，
构成该系统并制约其运作的各种要素 以及要素之间的

统合方式 ，都有一个不断发生和演变的过程 。 而揭示国家建构的
一般

原理 ，则是很多学科和学者都感兴趣的问题。 在所形成的诸种理论中 ，

影响最著者当属理性选择论和结构功能论 。 这两种理论取向 的区别 ，

如果用钱穆的概念来刻画 ，那么可 以说 ，理性选择论专注于
“

内在的用

意
”

，结构功能论则致力于
“

外在的需要
”

，亦即
一

个强调造成制度变迁

的主观因素 ，另
一

个强调造成制度变迁的客观因素 。

理性选择论认为 ，诸种 国家制度都是国家在与其他行动者博弈过

程中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产物 。 该理论暗含着一个假设 ， 即行动者的
“

理性
”

是天生的而且
一

成不变 ，
只不过会随约束条件的变化而变换展

现方式而已 。 这一理论视角表现在模型上 ，便是 ：行动者的
“

选项集
”

都是确定的 ， 行动者只是因势制宜地调整选项之间的
“

优先序
”

。 其

中 ，确定的
“

选项集
”

表示行动者总是知道 自 己的总需求是什么 ，相对

稳定的
“

优先序
”

则表示行动者总是知道 自 己该怎样
一

步一步实现 自

己 的总需求 。 但事实上 ，任何行动者的
“

理性
”

都是在与外界的往复互

动中逐渐习得和调整的
——

尤其要注意的是 ，
此处所谓

“

互动
”

， 既包

括合作 、竞争 、顺应 ，
也包括常常在理性选择论中被与竞争混为

一

谈的

冲突 。 这突出地表现在 ，尽管群体性事件早已有之 ，但国家最初并不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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稳定为念 ，
直到在 １９８０ 年代末才开始把维稳问题提上政治 日 程 。 并

且
，怎样维稳 ， 国家也有

一个学习 的过程 ：从开始主要依靠警察力量
，

到

后来着重依靠政治力量 。 此外 ，行动者的理性在内在逻辑上也不是完

全
一

致的 ，
以致它经常在抉择时不能将诸多选项统合成

一

个相对稳定

的
“

优先序
”

，而是犹豫 、纠结甚至崩溃 。 国家在发展与稳定之间常常

举棋不定 、依违两可 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。 限于篇幅 ，这
一

点在文 中

没有充分展现 。 总而言之 ，行动者的
“

理性选择
”

并不总是
一

个单
一

、

整合而连续的 函数 ， 而是常 常表现为 多个相互脱节甚至互不兼容的

函数 。

相较于理性选择论强调
“

内在的用意
”

，结构功能论更强调
“

外在

的需要
”

。 它认为 ，国家总是生存于
一定的环境 ，环境的变化会对国家

造成某种压力 。 作为对这种压力 的反应 ， 国家会不断调整 自 己的行为

选择 ，
包括制度选择 ， 国家制度就是在此过程 中不断生成和演进的 。 此

观点的缺陷在于 ， 它错误地理解了压力与需要之间的关系 。 须知 ，
压力

不等于需要 ；
客观的压力只有被国家意识到 ，

并且经过特定的解读 ，才

会转变为影响国家制度选择的
“

需要
”

。 正如早已存在群体性事件 ，但

国家并不认为有维稳的需要
一

样 ，
压力有可能不被意识到 ，或者即使意

识到 ，
也有多种可能的解读 ，从而导致国家可能反应不足 ，

也可能反应

过度 。 因此 ，国家如何意识和解读来 自外部的压力 ，是
一

个需要仔细研

究的问题 ，
但这个问题被结构功能论忽视了 。 它夸大了人类主观认识

与客观世界的
一致性 。 事实上 ，如何处理人类的反思和解读能力对社

会过程的影响 ，是整个社会科学研究都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挑战 （ 参

见赵鼎新 ，
２０ １ ５

） 。

最后 ，
还要指出 ，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既有相对独立性 ，但也是互

构互生的 。 恰如本文所示 ，来 自社会的集体抗争不断改变国家的观念 ，

推动着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概念从无到有 ，从治安概念到政治概念的演变 。

但另
一方面 ， 国家所凝炼的
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概念也通过维稳实践反馈到

社会 ，影响着社会的思维和行为选择 ；
而社会的这样

一

种选择又构成一

种新的环境 ，迫使国家做出新的调整 。 众所周知 ， 国家现在对群体性事

件动辄被政治化深以为苦 。 殊不知 ，社会对群体性事件的政治化理解

及操作
，
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社会对国家在维稳实践中不断使用政治化

“

群体性事件
”

概念的反馈 。 在这个意义上 ，行动者固然受着环境的造

就 ，但环境也是行动者 自 己造就的 。 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之间这样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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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生生不息的辩证关系 ，是以往理性选择论和结构功能论所忽视的
，
因

此也是今后研究国家建构时特别需要注意的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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